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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缘起管窥 

—兼说浙江原始乐舞发生 

吴露生 

【摘 要】结合浙江原始乐舞，对舞蹈的发生与某些通说可作出如下思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墓地发掘的纹陶盆

上的形象属父系氏族社会期间先民性爱舞蹈的可能性更大;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哨、陶埙，良渚文化遗址中发掘的

祭坛、墓葬群是浙江新石器时期乐舞文化的见证;正是由于人类的生存需求、劳动生产、原始宗教、健身娱乐等多

方面的复合活动催生了原始舞蹈，是人的生命意识及表达、交流内心思想感情的欲望促进了人类“艺术之母”的发

生、发展。 

【关键词】原始乐舞;浙江;舞蹈;缘起 

【中图分类号】J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95(2012)02-0069-07 

引言 

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地域中的人对舞蹈生发的认识并不太一致，中国古代典籍《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将舞蹈视为通过人体表达内心真情最

强烈的艺术手段，舞蹈是在讲话、感叹、吟诵、歌唱皆不足以表达人们心中的情感后产生的。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舞蹈》

(14 版)认为:“舞蹈向来被认为是由感情产生的运动:人体具有反映脉冲和推进力的波动特点的天然节奏欲。正是对脉冲力的起

伏反应构成了舞蹈动作。”《美国百科全书》(1978年版)中说:“舞蹈是在一定的节奏中所作的身体连续动作。„„甚至某些鸟兽，

在某种情况下(如交尾前)也会本能地进行有节奏的动作，因此，也可以说是在舞蹈。”中国当代的说法则可以《辞海》(1980 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为代表:“(舞蹈是)艺术的一种。以经过提炼、组织和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表达人们的

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 

从广义或某种意义来说，凡借用身体有节奏的运动，都是可以称之为舞蹈或比喻为舞蹈的。诗人、散文家或其他形象思维

者有时以蝴蝶翩翩、碧波涟涟来形容舞姿，也许并不过分。但从规范的、严格的意义来讲，舞蹈只能是人类的一种人体流动着

的艺术。 

在人类艺术的范畴里，美术的物质媒介是画布、彩笔等;器乐的物质媒介为丝竹、键盘等;而舞蹈凭借的物质媒介则是人的

身体。但这人体又必须流动起来，才能形成构架起舞蹈之美的姿态、造型、图形、力效等。这种人体的流动，不但和由不同程

度存在的人体动作造型的绘画、雕刻和建筑等空间艺术不同，而且还有别于更接近于舞蹈的姐妹艺术戏曲等这些时空艺术中常

有的种种造型。戏曲在剧情中的瞬间“亮相”等动作变化，凝固性比舞蹈强得多，但又缺乏舞蹈那种在整体中体现在肢体变化

中所呈现出来的连绵不断的、多方位多部位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又按一定的节律进行，其中包含了对从生活元素、原型转换

为舞蹈艺术的提炼、组织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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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体的流动是舞蹈的外在形式，那么人的思想情感便是舞蹈的内核。古人多有“舞以宣情”(阮籍《乐论》)、“舞者

所以饰情”(唐·佚名《开元字舞赋》)的说法，以此揭示情为舞魂;而情来自思想。舞是通过情来感动人的，人们在舞蹈所表达

的情感中得到感悟，从而获得思想情感的激发和收获。 

此外，杂技、武术、体操等的物质媒介也是人体，也有人体的流动与节律，有时也表达一些人的想法，那么它们与舞蹈本

质上的区别又在何处呢?这就是舞蹈从传统中来，它就是要反映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思想，由思想迸发出感情。舞蹈要

直面人生，表现一定的主题，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和形成的观念通过舞蹈的形式艺术地体现出

来。 

因此，舞蹈是以有节律的人体流动为物质媒介，表达思想与感情的一门艺术。也因此，舞蹈自诞生起，就是以人为本，以

人体为本，以人的肢体语言为本。舞蹈的生发及其演变，也只能是依随着天地之间的人，凭借着天孕地养的地球村，自蒙昧时

代不断走向野蛮、文明时代，传承着、迂回曲折地生发着。 

一  

文化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性，首先是由该文化发生时期的特性决定的。大约 300 万年前天地之间出现了人

类，“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1］

。中外早期哲学体系中，人是神的创造物，人来源于神的创造。中国有女娲造人说;在我

国春秋战国就有比较系统的人性学说:善恶二性论;欧洲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上帝造人;基督教《圣经》认为:人类始

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一智慧果，违抗了上帝的意旨，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使其下凡，才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观念则是，人是实践自觉解放自我的主体;人的内在生命物质本体与特定的大脑意识本体构成整体

的自然人;自然人通过劳动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形成系统的外在矛盾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论是自然

还是社会人其总体的都是通过人的内、外矛盾关系形成自我解放的主体矛盾关系。人的自然本质是动物的进化产物，人超越自

然的创造是人本身。人性就此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但是不管哪种说法，都有一个隐约但较为明确的指向:即人的本身最高的、绝对的本性及其生存的目的，是在于意志、思维

与情感之中。至于人与文化的联系，上扬如竹编著的《做人原理--破解人生之谜》直指人学核心问题--人的本质和人性，该书

中说:“人是双足直立行走和心理文化活动的动物，或者说人是双足直立性和心理文化性的动物”。书中指出，双足直立性和心

理文化性是人的双层属性，它们是由人整体性的两个方面决定的。古人类学家把直立行走看作是促进人类进化的重要因素和人

类诞生的重要标志。比如，直立行走的必然结果是手脚的分工。又如，直立行走以后，使视野开阔，有助于大脑的发育。但如

果将心理文化性明确地纳入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那么，人猿相揖别的明显分界，人所以不可避免地能动地创

造了文化艺术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天地之间又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舞蹈呢?显然，自当人类成为人以后，就有了属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舞蹈。 

舞蹈曾是原始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因为我们的原始初民首先面对的就是天地的变化。原始初民长期生活在艰险的自然环境

之中，他们因求雨祈禳会虔诚地拜天叩地，因躲避瘟疫要剧烈地跃动;常常在采集到了生存需要的食物，或击退了野兽的凶猛进

攻，或躲避了一场自然灾害以后，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自动聚集在一起欢庆跳跃;如果出现了令人悲恸的事情，或什么情况激

发了众人的愤怒，他们也会成群结队地呐喊舞动。美国史前社会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谈到语言起源时说:“琉克

理喜斯曾说原始时代的人类借声音及手势期期艾艾的彼此传达思想。他假定思想在语言之先，姿势语言在发音分明的语言之先。”

的确，初民们不仅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制造粗放的工具和生产实践，更为了情感体验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传达的需要，就

在产生刻木、结绳记事及语言之前，用手势的比画，脚步的蹬踏，躯干的动律并伴随着简单的呼号来传情达意。这些就是舞蹈

的萌芽，被人们称为“艺术之母”，“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艺术”有肢体形态存在的舞蹈的原生态--真正意义上的舞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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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阶段的本原形态。 

二 

关于舞蹈的生发，先前的主流说法认为，只是劳动创造了人，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文化，继而推之，似乎劳动也

创造了舞蹈。 

持劳动也创造了舞蹈的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进而认为我们的祖先--猿人，在求生存的劳动实践中，学会

了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这就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大脑逐渐发达，肢体直立，脚和手有各自不同的用处，使人具备了便于劳

动的身体和可能跳舞的形体。学者们并以我国著名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墓地发掘的纹陶盆上的形象为实证，说明舞蹈起源与

生产劳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墓地发掘的纹陶盆上的形象(见图 1)据碳素测定和树轮校正已距今 5000 多年，为我国目前出土文物中

可以确定年代，有实证可依的最古老的舞蹈形象。 

 

纹陶盆上的形象先前在关于中国舞蹈史书中的通常之说，是反映远古农耕狩猎文化先民饰着兽尾，扮演“百兽率舞”，“相

与连臂踏地为节”的“表现劳动生活的舞蹈”。 

其实不尽然，细细分析思辨，从画面细部指向，及当时的人文背景及心理文化活动意欲反映的主要内在本质来看，青海省

大通县上孙寨墓地发掘的纹陶盆上的形象属父系氏族社会期间先民性爱舞蹈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陶盆壁上的舞人其下部的突

出物与发辫生长方向并不一致。无论从生长的部位，还是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先民对生殖崇拜描画的遗迹相对照，前冲之物为

男根无疑。该舞者连手踏地，男性特征昭然，表现的是舞蹈者雄健、野朴的本质张扬。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经济生活中采集为

主的地位已慢慢被耜耕农业所取代，男人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中华先民开始由母系民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男性崇拜

闯入了人们的观念，并体现在手工艺品的制作之中。原始人跳舞罕见于现代人那样和异性的密切接近。部族文化中常由男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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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跳舞，女性即使参加也多为乐队。虽然男性去舞蹈并不直接为了性爱，但他们大多为了炫耀自己的雄性魅力而去频频叩击女

性的情窦，因为一个健壮灵巧的跳舞者自然能感动旁观的女人，尽管他们之间素不相识，或没有任何爱恋关系。更何况在原始

社会里，一个健壮而灵巧的跳舞者，便是一个健壮而灵巧的猎人和战士，往往会引起围观群中女人的性躁动。“故跳舞对于性的

淘汰很有关系，且对种族的改进也有贡献。”
［2］

加上纹陶盆壁人物形象的周边装饰着有规律的组合型直竖线状与叶片状，上孙寨

墓地发掘的纹陶盆上的形象应该是那个时期反映性爱，彰显男性特征的，男子先民在大树底下手拉着手跳着的集体性群舞。 

人类性之爱是舞蹈的发生源之一。原始社会中“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

这种延续种族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
［3］
。正是由于生存与生命的需要，一种与生命意识互为感应的性爱舞蹈是舞蹈

草创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巫术及由此形成的巫术性的舞蹈产生于早期原始社会。原始宗教观念的发生，是在原始初民还不能正确认识自然和控制自

然的混沌未开之际。原始宗教的信仰者，总以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在主宰着他

们，因而在敬畏和崇拜中，将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然人格化，并去虔诚地顶礼膜拜这超自然的神灵。初民从最早开始的自然崇拜、

精灵崇拜、图腾崇拜等发展到多神崇拜、至上神崇拜以至一神崇拜。巫术及其舞蹈大约产生于自然崇拜、精灵崇拜向图腾崇拜

衍化、转型之间。巫术是作为人类早期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的软弱与对大自然意欲征服的双重意念的畸形儿，巫人则是由

于初始观察力的制约，让知识与真理在正确轨道上拐了弯。因而巫人在巫术进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应机而起的爆发与爆发中的初

始行动就不足为奇了。而一旦这一行动偶尔碰上了顺遇，或哪怕是一两次让氏族部落从碰壁与绝望中挣脱，那么巫人的咒语及

其信仰仪式便会连同它的肢体语言(舞蹈)慢慢地却是稳固地渗入当地的原始文化中去了。 

 

1899 年起在我国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陆续发掘出来的龟甲和兽骨之上刻画的线形，有巫字形相似的变体(见图 2)。

但由于我们祖先的舞蹈活动而形成这个巫字是远远在此之前，从外形而论，这甲骨文字“巫”被认定为当今“舞”字的原生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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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已无多少人怀疑，但这个“舞”字的生发根据与文化内蕴是什么，却勾连起了迄今为止专家学者对此的种种推测。有的以

为这是《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形容的“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阕”，先民拿着牛尾而舞的象形;有的觉得此为原始人在“舞

羽毛而祭”;也有的还辨析此是否为先前娱乐之人“似踩高跷而舞”之字;还有论说其与巫文化直接相关的“巫”字演化。舞蹈

史家于平则认为“甲骨卜辞中双手执穗的舞姿也向我们展示这是农耕文化(种稻劳动)所促成的人体运动的动力定型”
［4］
。在社会

劳动生产的发展中，中华祖先在经历了有巢氏时期“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时期“钻燧取火，教人熟食”后，又经过几

十万年，大约在炎帝神农氏时期进入了“制耒耜，教民农作”，由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耕作阶段。因此，舞之字的生活依据，除

操牛尾、舞羽、巫事等外，还产生了进行采穗等多种农作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舞蹈的生发作出这样的推断:正是由于人类的生存需求、劳动生产、原始宗教、健身娱乐等多方面

的复合活动催生了原始舞蹈;是人的生命意识，表达、交流内心思想感情的欲望促进了人类“艺术之母”的发生、发展。人具备

了便于劳动的身体和可能跳舞的形体是产生舞蹈的条件，但并不是舞蹈缘起的根本缘由。 

原始舞蹈是动作比较简单、情绪指向集中、全氏族参与的群体性活动。鲍昌在《舞蹈的起源》一书中说:“当时，没有一个

氏族没有舞蹈，没有一个氏族成员不参加舞蹈。舞蹈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从来没有像氏族舞蹈时期这样普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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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 1973 年 6 月的一个惊天发现，杭州湾南岸姚江之畔在当地计划建造一座小小排涝站的动土中，距今 7000 多年的新石

器时代河姆渡遗址显现人间。其中第一期文化遗存，一片由潟湖演变成的湖沼的南缘更让艺术史家们在徘徊良久之时见到了浙

江原始乐舞的先兆实证--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多孔骨哨(见图 3);还有姚江西水东流改道过程冲刷过了的河姆渡第四期文化遗存

中的吹孔陶埙(见图 4)。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

前，有人认为浙江的历史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越国，文献资料一说到远古，便是一片神话，至于原始社会，自然更没有什么资

料，难以证信。这虽是许多地域上古史的共同情形，但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

人们的认识水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史前文化一向发展较晚的观点。 

河姆渡文化是以发现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而命名的一种原始文化。它主要分布于宁绍地区和舟山群岛一带，是目前

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界一致认为距今已有 7000年的悠久历史。 

当代考古学家与艺术家推断原始先民对多孔骨哨的用途，一是诱捕飞禽走兽，二是可作乐器，更多的则认为是后者:是有物

可证的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为原始审美的原件之一。也有专家指出，骨哨不是伴舞，也一定就是伴猎，而舞之起源之一即始于

猎。狩猎前后披着兽皮或鸟羽出现的猿猴舞、雀鸟舞、熊舞等，就是以模仿动物动作为内容的各种舞蹈。 

多孔骨哨将有孔的一段放入嘴里轻吹，同时抽动腔内肢骨，就可以吹出简单的乐曲，发出各种不同音律。素有江南笛王之

称的原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赵松庭先生曾在博物馆吹奏了这支多孔骨笛。又经致力于中国音乐民族音乐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工

作、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先生与赵松庭共同鉴定，认为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乐器。考证成果进入了《中国音乐辞

典》。为了证实这一共识，不少专家也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天津的刘士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刘士钺是位残疾人，可他毅力惊人，自学成才。他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浙江河姆渡骨笛》，在德国汉诺市举行的第三届国际

音乐考古会上被宣读后，受到中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他在法国发表的有关中国骨笛的论文，也受到一致赞赏。刘士钺因研究河

姆渡骨笛成就突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为国际民间音乐委员会的第一位中国委员。刘士钺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中国骨哨(笛)

的产生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早 3000年。而且 7000年前就能制作一个吹孔、六个音孔、具有现代横笛雏形的骨笛，确实了不起。 

河姆渡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埙系央砂灰陶，体呈鸭蛋形，一端有椭圆孔。《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载:“埙，

吹孔气鸣乐器。是中国古老的吹孔乐器。用陶土烧制而成，又称陶埙。它可能来源于古代人民狩猎用的投击鸟兽或摹仿鸟类鸣

叫、诱捕鸟兽的工具石流星(一种能发出哨声的球形飞弹)。以后有了制陶工艺，石器工具逐步为陶器工具所代替，石流星逐步

发展衍变为陶埙。近代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无音孔埙和 1 音孔埙，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 1 音孔埙，山西万荣

县、甘肃玉门火烧沟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2音孔埙和 3音孔埙，经考古测定均为距今 6700—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

产物。”
［5］

考古专家一致认为:“发现陶埙的河姆渡第四期遗存由于姚江西水东流改道过程中冲刷破坏了遗址西部第四期文化堆积

层，在其上覆盖了一层由西向东逐渐减薄的沉积层;同时在遗址北部第三、第四期文化堆积也遭冲刷破坏殆尽，因此，第四期文

化遗存是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状况最差的一期。除发现一些墓葬、零星遗迹和石器、陶器外，骨、角、牙、木器均已消失。”
［6］

笔者以为河姆渡先人的陶埙绝不可能只有一件，或许应该有更为欣喜的成就。 

陶埙在八音中是属土音。《诗经》中有“如埙如篪”之说，比喻埙、篪(古时用竹管制成的乐器)这两种乐器合奏时，埙唱而

篪和，用以两物之响应、应和的妙境。《诗经》里的“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意思也是兄弟两人，一个吹埙一个吹篪，表达和睦

亲善的手足之情。陶埙在周代奴隶制社会已相当流行，秦汉以后用于历代宫廷雅乐。 

古时候，人们常常用绳子系上一个石球或者泥球，投出去击打鸟兽。有的球体中间是空的，抡起来一兜风能发出声音。后

来人们觉得挺好玩，就拿来吹，于是这种石流星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埙。显然，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陶坝已经不是“来源于古代

人民狩猎用的投击鸟兽或摹仿鸟类鸣叫、诱捕鸟兽的工具石流星”，而是“逐步发展衍变为陶埙”的“吹孔气鸣乐器”，那时候

的河姆渡人可能已经以口风强弱的变化和口风与吹孔的角度的变化使埙音有所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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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认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哨、陶埙是浙江新石器时期乐舞文化的见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时期的原始先民

已经有了与乐舞同存、相当水平的姐妹原始艺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

富多彩。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器物正中阴刻 5 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

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但这些都折射了那个时期的河姆渡人已经

具有了强烈的原始信仰准宗教意识与复杂的精神生活。 

河姆渡人在审美到达了一定阶段，在对其他造型艺术追求自己内心的外化、意识的表达时，是不太可能与乐舞艺术产生绝

缘般的冷漠，在他们不断进程的精神世界中也不可能让他们的骨哨、陶埙只停留在引诱鸟兽而不旁及娱乐与自我娱乐，或在祭

祀天地中翩翩起舞的。 

此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还有 20多件用整段木材剜空的木筒，器壁均匀。近半数内壁不同部位凿有凸脊，有的嵌以木柄，

对其敲击时所发音响会产生高低变化，似有可能属于当时的一种打击乐器。 

作为距今 5300—4000年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良渚。对良渚出土

人物基因鉴定确认良渚人是骆越后裔。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时，发掘出 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

器 1200 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 40 多处增加到 135 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其中祭坛与墓地中的文化发

现佐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乐舞文化作为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是如何与社会母体血脉相通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先秦史籍关于早期国家大事的明确记载。祭祀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农业，

祭祀对象为天地日月、社稷和先农等神。最初在林中空地上举行祭祀，逐渐演变为用土筑台，再由土台演变为砖石包砌。先人

们把他们对神的感悟融入其中，升华到特有的理念，如方位、阴阳、布局等，无不完美地体现于这些建筑之中。良渚文化之时

原始宗教十分盛行，其用以祭祀天地为主的祭坛常有发现。祭坛是一种用于祭祀活动的独特的台形建筑。祭祀活动的意图是人

神对话，这种意识的对应是通过仪礼、乐舞、祭品等来实行的。其中瓶窑会馆山(考古部门改称其“汇观山”)和城外东北约 2.5

公里处的安溪窑山(考古部门改称其“瑶山”)，都有大型的良渚文化祭坛发现;而且在城内，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1986年还发

现了良渚文化显贵者的墓地(也有人称作王陵)。反山土墩大墓群 12号中心墓随葬的玉琮和玉钺规格，瑶山以红、灰、黄三色组

成的大型祭坛和墓地规模，在所有良渚文化中是等级最高的。特别是被诸墓群围绕其中的莫角山遗址无论墓葬规模、玉器等级、

组合和整个遗址群范围，都要高出江浙地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的墓葬群。古代祭祀天地社稷，《封禅书》云:“夏日至，祭地祗，

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周礼》云:“舞咸池以祭地祗。”可以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处之一的良渚人应该具

有了与祭祀文化相匹配的舞蹈了。 

之所以认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哨、陶埙，良渚文化遗址中发掘的祭坛、墓葬群是浙江新石器时期舞蹈文化的见证，还在

于中国悠长的舞蹈历史中，古代狩猎、农耕与祭祀中的乐与舞是合为一体的，原始先民在自然崇拜天地信仰手舞足蹈时口中的

抑扬顿挫、呀哦呼喊就是原始的音乐;同样，当他们击壤拊石、吹哨响埙的同时律动着自己的肢体也无疑是原始舞蹈的雏形。舞

蹈是我国古代所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舞”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中国舞蹈词典》“乐舞”词条:“古代以舞蹈、音

乐、诗歌三者结合一起的艺术形式。一般亦称乐。”［7］《乐记·乐象》:“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

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表述思想感情，歌唱出它的声音，舞蹈则表现它的外在形象。三者都根源于人的内心，然后乐器随之

演奏。音乐与舞蹈这两门古老的艺术在它诞生之初，原是浑然一体、混沌不可分的。今人所称之诗歌、音乐、舞蹈，只是在经

历了相当长一段发展过程之后，才逐步演化而分门别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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